
 

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

最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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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治理危机频现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全

球化走势的担忧。本轮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逻辑是：此前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发展导致国家功能隐退；而

当全球治理状况恶化时，国家的重要性再度凸现，成为各国社会谋求自我体系安全的唯一“阀门”，民族主

义、保护主义思潮亦大行其道。从中期看，未来的全球体系重建过程将充满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理

性的持续角力，国家与市场的作用都将在“拉锯战”相互影响与重塑。从远期看，新型全球化将是国家与市

场关系再平衡的产物，国家仍是兼具服务本民族发展及其外部性的主要工具。国家处理内外发展与治理多重

挑战的“灵活度”即为评判其核心竞争力的最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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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爆发的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它不仅让几乎所有国家先后遭

受疫情的重击，使此前数十年建立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人员流通链瞬间断裂和瘫痪，更重要的是，它

还全面暴露出全球治理体系的致命短板。在前所未见的巨大灾难之下，国际和地区组织未能充分主导这场

全球性的抗疫斗争，跨国公司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也没有形成统一且有效的行动联盟。无论其交出的答卷

如何，主权国家皆为“王者归来”，并再度成为这一“历史性大考”的主角。

在国家角色兴衰的背后，是经济全球化的潮起潮落。历史一再表明，自由主义经济的国际扩张带有鲜

明的周期性特征，而每一轮扩张之后的收缩又必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政策以及对外关系调整。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执世界经济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数次度过经济危机和安全危机，顽强地推动经济全

球化的历史进程，其基本动因就是让商品、技术、资本、产能和人力等生产要素冲破国别的“牢笼”，在

全球范围实现充分自由流动与最佳配置，创造最大化的财富效应。20 世纪末期是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黄金

时期，西方携赢得冷战胜利之威，全面推行以“去国家，放管制”为核心的制度观念与规则体系，将一大

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卷入“新自由主义”大潮。

2008 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以美、欧为“震中”的全球金融和债务危机终结了“新自由主

义”经济范式的神话，也开启了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和范式转换的新时代。自那时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

经济体不仅用更快的增速和更多的占比为全球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奋力开拓更具自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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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征的发展动能和治理路径，成为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的突出角色。以“开放、包容、多元、普惠、平

衡”为核心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较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其进步之处在于兼顾了“发展”和

 “治理”的辩证关系，顺应了 21 世纪人类发展、安全再平衡与可持续的理性要求，尊重各国主体地位并促

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相形之下，西方社会面对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和国际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的总体认知滞

后，恐惧情绪和失落感加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思潮再度抬头，甚至导致某些国家发生严重

的政治“保守化”转向，国家中心主义强势回归。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推行“美国优先”国策和

2019 年末英国议会通过“脱欧”议案是其显著标志。美国全面推行贸易战的政策转向与其市场资本主义传

统价值观不相吻合，是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和国内政治压力的不得已之举①，却造成 2017 年以来全

球经济体系遭遇一股国家强烈干预市场的“飓风”，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不承受其严重冲击。

2020 年或许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②鉴于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仍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新冠

疫情最终得控或彻底消失的前景尚难预测，恐将无限期地延宕人们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完全恢复，也会进一

步加大本已日趋严重的全球“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正因如此，世界范围内有关

 “全球化何去何从”的各类辩论之声不绝于耳，而全球治理效能的滞后和各国经济复苏的暗淡前景使得这

一争论充满更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得不将“浴火重生”的希望再度投射到国家的意愿与能力上，同时又

对重构全球治理秩序所需要的新型国际合作观念缺乏信心。国家的“强势回归”会否必然带来产业和市场

 “民族化”的再度复兴？是否仍应对国家作用保持合理的限制，以便为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留下足够的空

间？说到底，应该如何准确定位国家在顺应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两大议程中的双重权利和不同责任？本

文试图通过解析近期国际政治的“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现象逻辑，对上述问题给出相应思考和初步回答。

一、全球治理赤字与国家危机

 （一）国家的本质与角色定位
这里所称的“国家”，主要指涉 1648 年之后首先出现于欧洲，而后推广于世界的民族国家。它承载着

对内至高无上、对外独立自主、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主权③，以区别于内外主从关系鲜明，且可被分裂

和割让的古代文明国家。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拥有三种主体身份：首先，国家是相应地理空间的治理者。领

土是国家最基本的物理载体，也是其法理、权力的基础范畴。它规定了国家主权管辖和治理的边界，也为

与此之外的其他行为主体制造了身份区隔与同化障碍。就学术研究而言，“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标准已经

长期受困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地域性陷阱’−国家被视为是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关系的地理的‘自我闭

合’的容器”。④在这一地理“容器”内，人们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综合共同

体⑤，映照的是形诸其上的“民族特性”。其次，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集权者。“国家应该被视为一个

维持特殊、自治状态的组织，它所具有的利益、权力与制度足以使自身与其他社会组织相分离，构成一个

相对自主的场域”。⑥追本溯源，“以政府形式合法垄断暴力使用权”是国家得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组织的

最核心特征。暴力既是国家行使主权的根本保证，也是国家维护、管理乃至改造其他社会组织的终极权

力。因此，无论存在何种制度差异，政府作为国家暴力垄断者的性质都是相同的。最后，国家是社会与市

场运行结果的终极责任人。“尽管人们对于国家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各执一词，但是国家在生产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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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产品与服务中的积极角色却是普遍共识。”①这种“积极角色”并不以国家对社会与市场运行采取具

体干预或放任的政策而转移，而是以其社会契约属性为基础，在本质上要求其在行使权力的同时承担最后

的治理责任。一旦社会与市场陷入失灵、混乱，国家作为对复杂社会系统的终极责任人，将无法逃避其作

为“契约乙方”的角色担当而被“问责”。

正因如此，尽管国家与社会和市场之间具有天然的利益共生关系，但其“集权者”与“监管者”的身

份定位要求它必须对社会和市场的自主运行保持必要的干预压力。在“正常”状态下，国家与社会、市场

的互动处于某种合理的平衡区间，而不致发生“全部国有化”或“完全自由化”一类的极端情形。而本文

开头所述的所谓“国家中心主义的强势回归”种种迹象，显示的是以上三种国家身份与政府功能在近期全

面凸显，标明一种介乎极端之间的“灰色地带”向“干预与管制”一端偏移的趋势。对此，自由主义者忧

心忡忡，以为国家会阻碍国际与国内的组织、个人继续按其趋利本能自由运行，而民族主义者则深以为

是，强调国家政策壁垒是前一轮全球化“输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二）全球治理赤字与国家的危机
人们对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所得出的一个较为乐观的观察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国家

的经济边界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开放性”与“趋同性”的变化，进而造成民族国家权力的“退行”与“收

缩”。相比于冷战及更早的历史时期，人类首次无死角、高强度的经济全球化经历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财富效应，而且也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资本盈利的制度体系与合作文化。概因其“亲资本”属性，长达

40 年的经济全球化也不断打破原有的体系平衡，造成发达国家内部阶层之间、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之间收益、分配、转移的加速变化。国际调节机制的作用越来越无法适应普遍需要，在原有国

际制度框架内解决各方分歧和矛盾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也必然演化为体系性治理危机。②在并无世界政府

的国际社会中，一俟发生这类系统性危机，民族国家的基础性作用便毕现无遗。

事实上，当代全球治理困境主要存在于三个维度，一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无法覆盖日益宽泛

和不断新生的问题领域。例如，北极、南极、南亚次大陆都已出现重大自然灾难的前兆，但“气候变暖引

发的全球治理困境已经成为当代全球多边治理领域中最难达成共识的一个‘奥革阿斯的牛圈’”③，原因

在于，不少国家基于对本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控制的预期尽量规避或减少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相对于国际

社会的公益而言，国家优先考虑事项仍是本国的“私益”。二是既有治理机制功能退化，而新的机制迟滞

未现。例如，大规模难民危机的发生背景十分复杂，在治表的同时更应从全球减贫、化解地区冲突、抑制

外部强权干涉等多重角度治本。然而，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在这方面并未取得重大突破。尽管“欧洲在

治理难民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总体上来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流入欧洲的难民近年来已明显减少。

但难民流入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难民问题的解决，也不意味着难民危机已经过去。因为难民危机的来源

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④只要东南欧与西亚北非地区的脆弱现状不得到扭转，欧盟就长期无法摆脱

因安置难民而引起法律、资金、文化上的内外关系纠纷，使本已出现的欧洲一体化危机“雪上加霜”。三

是前两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和治理机制创新）的进展均需要以各国内部实现有效治理为前提，如此才能

获得相对充分的供给和创新动能。令人悲观的是，众多国家的改革发生不同程度的困顿。那些曾经扮演制

度创新“领头羊”的国家因内部利益结构日益固化，改革空间大为压缩，对外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也严重下

降。在美国，产业和财富分配结构失调，中低阶层收入不增反降等问题成为经济和社会顽疾，也进一步加

剧其国内政治治理的张力。从 2019 年开始，美国政府借“国家安全”为由，一再对中美之间的产业链、供

应链进行粗暴干预、人为扭曲，严重扰乱了国际市场稳定和区域合作秩序。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下，美

国政治斗争和社会分裂呈白热化发展之势，其结果是特朗普政府先是用嫁祸于中国的办法推诿其抗疫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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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责，其后又一再开罪于世界卫生组织并停止对其资助，给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这一重大而紧迫的议程蒙上

厚重的阴影。

综上所述，全球治理系统性危机的“溢出”效应直接殃及各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从而要求国家发挥

 “终极责任人”的角色功能予以应对。此时，危机经过传导后改变了责任主体，也再度放大了全球体系与

国家体系之间的互通性、矛盾性①，全球危机由此转化为一定意义上的国家危机。一方面，为了谋求自保

或自身体系的修复，国家不仅成为众望所归，而且确实获得由外部危机带来的“额外”赋权，“办好自己

的事”似乎就是对缓解全球治理困境的贡献。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向内看”，实行危机之下的“关门

主义”，则可能强化“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优势，造成权力的滥用，反而对国际合作格局产

生促退作用。
 （三）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两种路径
本轮国家中心主义回归主要体现为国家力量凸现，或寻求自我保护，或谋求挽救体系。
1. 以终极责任人和权力集中者的身份寻求自我保护

全球治理缺位势必引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失衡，公共问题频发，甚至局部冲突与大国竞争加剧。如此

混乱的情境最易激发某些大国的自我保护本能，对内强调文化的独特性与整体性，对外加强政策的趋利性

与自主性。一是因为国家有作为民族命运终极责任人的一面，必须为国家的生存争取更大的内部动员能力

和外部发展空间。二是因为国家有作为社会的终极保护人的一面，必须“履职尽责”才能体现其执政（政

治）的合法性。在相对失序状态下，政府通常会更加极端地动用甚至滥用其权力，并借机对所有显性或隐

性的、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利益作扩大化、合法化处理，以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口号即为此类国家中心主义之典型。“从退出多个多边国际机制到向全

世界挥舞贸易制裁大棒，从强调美国军事实力到施压盟友分担安全义务，从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到以印太战

略承接美国强化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需求”②，整体来看，“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战

略上还是具体政策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在政治取向上发生了新的转向，即从多边主义取向转向了

单边利益优先，从大国合作走向大国竞争，从相对包容走向强调捍卫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③这一方

面是美国在全球治理缺位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独立性，迎合国内民粹主义倾向的选择；另一方面又反向

加剧了全球治理赤字。
2. 以地区治理者的身份谋求挽救体系

在本能性自救的基础上，另一些国家也会试图通过地区乃至地区间合作，减少本国所处的“小生态”

中的治理赤字。此类国家通常具有更深厚的人文精神，且具备一定的地区合作基础，有能力运行多边合作

机制以部分缓解全球治理赤字压力。在地区经济、文化与地理边界限制下，此类国家更倾向于从提升地区

内确定性着手，逐渐减少全球治理赤字中的不确定性要素。

欧洲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即为此类国家中心主义之典型。欧盟以地区治理为

依托，在解决全球各类冲突和危机中做出了一定的示范，尽管其主要行动能力仍然局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

内，但是，“欧盟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来自其市场、资本、技术及其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来自它对

其他行为体的直接影响或潜移默化的引导”。④欧盟作为超主权实体，将大量资源投入解决各类全球治理

议题，尤其致力于在环境保护和全球公益中推广欧盟标准，并已初步形成了“由地方而全球”的涟漪传

播。⑤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涵盖了器物、技术、制度、观念等多个维度，从东亚至欧亚大陆沿线国

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

 

①Juha Jokela, “A Pathway to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1), pp. 52-53.

②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成因与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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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再到非洲甚至拉丁美洲国家，推动全球贸易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互联互通，与全球治理的初始理念

相契合，而非与之形成“平行制度”。①同时，中国也通过东盟“10+6”机制积极推进 RCEP（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谋取东亚、东南亚地区的长久和平和持续繁荣。②即使以寻求自我保护为主的美国也选

择通过签订 USMCA（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方贸易协定），优先建设周边合作小生态。当然，美国是

通过威逼利诱的强势，完全主导其谈判进程。

二、全球治理赤字背后的“自由主义危机”

全球治理与全球化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思想的衍生品。在理想状态下，全球治理与全球化相辅相成，

而非相互对立−全球化为全球合作减少障碍，全球治理为全球化解决相应的失衡与“赤字”难题。然

而，“现实总是很骨感”。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终究难以同步推进，前者至少能在一定时段内“一路高歌”

并派生出新的“治理难题”，而后者却只能远远地落在后面，捡拾“一地鸡毛”。此种错配既是自由主义

全球化模式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也突出地反映出当下人类社会发展与合作的局限性。
 （一）全球治理思想的自由主义根源
1. 自由主义的三个面向

自由主义理念起源于英国，但其具体落地的发展模式却由美国在一战、二战、冷战之后，逐步探索成

型，并推广至全世界。尽管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自由主义的定义未能形成统一意见③，但是对于“平等是

自由主义的灵魂”却早已达成共识。自由主义强调人际关系平等的理念，主张以此使普通人获得权力并和

历史发生联系。④自由主义思想的内核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自由主义的终极追求是个体的解放和发展。在历史上，自由主义一度是“爱国主义”和“爱神

主义”的对立面。⑤当平民被从贵族权力和宗教权力之下解放出来，现代自由主义就成为反对任何专制和

垄断性权力的代名词，反对外力的强制与干预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标志。

其次，自由主义的经济追求是发展个体利益，进而在客观上促进一切经济资源最大限度的流通。从古

典自由主义，经新古典自由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底层代码”从未改变。它坚持

自由人的理性假设，反对任何外力对市场的“非理性”干预，确信政府只须为竞争提供制度保障，市场就

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⑥经济全球化正是按照这一逻辑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开创和扩张其生产、供应和

销售网络，因为自由主义教旨未曾把地理边界和国家权威放在眼里。相反，经济全球主义者坚信“一个完

全的国际化市场可以增进每个人的福利，政府阻力是需要被移除的障碍之一”。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是建立一套与自由经济相匹配的民主政治管理体系。在自由

主义者看来，民主必须以绝对尊重个人权利和充分妥协的政治流程加以体现。换言之，只要允许个人利益

的充分张扬，各类相互竞争的诉求就可以通过代议制民主得到展现，某种绝对性的干预力量就可以被避免

或牵制，进而保证个人发展权利不受侵犯，整体上自由经济不致被颠覆。自由主义者认为，实行民主制度

的主权国家必然对内保护私有权利，对外尊重平等竞争并维护国际和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是促进

和平、自由国际秩序的中坚力量。⑧在此前提之下，产品、资本、技术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将面对最小政治

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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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治理的自由主义本质

 “全球治理是超越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组成的地区一体化机制，以诸如联合国等全球性公共产品为平

台，以国际规范、规则和制度为基础，解决或克服全球挑战、问题和危机的集体行动或者国际合作过

程。”①以追求个体解放、互通互联与民主和平的自由主义思想为参考系，全球治理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

在全球化实践中的自然衍生品。

首先，以个体解放为参照，全球治理不仅需要主权国家参与，也需要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加入。2008 年

经济危机之后，“单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在以经济、气候、移民、卫生等为代表的低政治领域的

治理已经无法客观反映全球治理的现实，也在治理实践中无法有效应对各类问题，因此需要真正推动非国

家行为体的有效参与并发挥作用”。②冷战后，全球治理经历了从霸权国主导，到趋向主权国家共同治

理，再到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治理的发展态势。尤其在低级政治领域，全球治理主体越来越细小化，与个体

逐渐解放的自由主义伦理要求相一致。

其次，以互联互通为参照，全球治理需要社会之间的多维开放。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品、资本、服务

自由流通的经济开放，信息、文化、人员自由流动的社会开放，以及非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密布交融

的政治开放。③因此，自由主义实现经济资源互联互通的全球化过程，也为全球治理提出层出不穷的议

题，迫使参与全球化的各类行为体或早或迟、或深或浅地作出相应反应，从而在客观上催生了由利益、资

源和观念驱动的合作过程。当然，这一反应过程相对于全球化进程的滞后性不仅会体现在时间意义上，也

必然表现为不同领域或议题下治理机制发育度和效能的差异上。一个基本观察是，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越

是具有广泛的地域覆盖性和生存关联度，其紧迫性、优先地位才能得到各类行为体的普遍接受。时下，人

们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治理等议题的共识已变得更为刚性，特别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正确性”产生了极

大的塑造力。如果某些全球治理议题确具潜在的挑战性，但仅对部分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具有现实影响，其

被关注度和治理资源的可获度就相对有限。全球共域治理、人工智能技术管控等“前沿性”挑战似乎仍属

于那些先行者的话语专利，令他人难以置喙。

最后，全球治理既需要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推动全球共识，制定相关规则，也需要在实践中依靠多边协

议和条约提供国际信誉担保以及具体行动的法律基础，克服主权界限造成的合作障碍。多边主义并不必然

意味着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但作为一种相对进步的路径依赖，在客观上有利于造成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氛

围，促进各国参与全球治理所需的有效分工。
 （二）自由主义危机与全球治理赤字
全球治理与经济全球化的共生关系说明，全球治理是以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前提的。如果全球化发展不

充分，或者相对平衡，则不会出现普遍的治理赤字和体系性风险，那么全球治理也不会成为一种普遍性需

求。只有当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发展，造成人类社会的系统性危机时，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

充分展现出来，迫使各类行为体，特别是国家采取干预行动，达成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条“先发展，后治

理”的规律之所以颠扑不破，根本上源于自由主义的国际发展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

首先，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本质上要求个性、个体和私权的最大化。跨国企业一方面对贸易和投资目的

地国家不断提出更高的“便利化”标准，侵蚀其经济主权，另一方面也对企业所在国的治理环境与条件造

成压力。因此，活跃于全球各处的“市场主体”的民族性背景和主权身份愈加模糊，相对于“国家”（无

论是“母国”还是“他国”）而言，其政治地位和实际影响力都不可小觑。如今，亚马逊、苹果、脸书和

谷歌已经聚敛了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实体的财富与市场影响力，其市值加在一起达到 2.8 万亿美

元，相当于法国的 GDP、标准普尔 500 指数前 50 名公司总市值的 24%，或者 2001 年时的纳斯达克总市

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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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美国各级政府对其都要低三下四。①

高度全球化导致主权被过度让渡，使国家难以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消极后果进行有效管控。在统一全

球市场的形成过程之中，与之配套的全球金融链、生产链、信息链等网络化空间也在逐渐建立。这些“化

零为整”的全球资源整合使每个国家都很难独立地制定相关政策和调节国内生产、生活节奏。高度全球化

既导致某些重要国家的一国之难有可能很快扩散为全球危机，也在削弱了主权地位、主权权威和主权能力

的情况下②，使国家无力按照符合理性的最优选择缓解危机的破坏作用−国家陷入了“根除危机则能力

不足”，而“封闭自保却已无可能”的窘境。以国际金融为例，稳定币值、独立的货币政策与资本流动性

构成了“不可能三角”，跨境流动资本长期弱化了美国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币值的努力，而其他金融能力

低下的国家更无力维护本国金融主权，甚至在本国金融市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也会受到来自金融大国的

经济震荡的影响，被迫卷入全球金融危机。

其次，自由主义在寻求全球范围经济便利的同时，并未寻求创造同等的社会价值，从而在很大程度上

加剧了全球治理的滞后性与复杂性。

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国际行为体参与国际政治与全球治理有助于限制主权国家的权力滥用。③但

是，全球治理主体越碎片化，所有参与者囿于自身局限，越无法对全球性危机进行全貌式观察和前瞻性预

防。因此，在危机充分暴露之前，国际社会往往无法形成严密、系统、高效的预防方案，全球治理相对于

全球危机必将出现严重滞后。同时，治理主体碎片化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系统复杂性。在因果并非线性对

称的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将呈几何倍数增加，这不仅会使系统经常涌现全新现象，且会造成以

变迁增速为特征的“变奏效应”，进而极大增加系统治理的难度。④在前瞻与预防危机的可行性降低的情

况下，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为求自保，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有能力进行信息与组织整合

的国家很难将其地位和能力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当全球治理格局的复杂性突破一定阈值，便有可能形成

 “主体碎片化”和“治理滞后性”之间的恶性循环。

最后，基于民族国家的本质，主权却往往能够严格限制自由主义的多边合作理想。主权与其他类型权

力的分水岭在于是否“对国家集体承有全面且永久的责任”。“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

止相互侵害的共同体，以便保障大家能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那就只有一条

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

人组成的集体。”⑤因此，基于“集体”同意而形成的主权国家必将天然地把本国利益置于一切外部利益

之前。尽管实现本国利益的方式有高明、低劣之分，但“本国利益至高无上”却必然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座

右铭。在现实中，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具有二重性，两者的目标并不总是相互契合，甚至在多数情况下相

互抵触。比如，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与全球减少碳排放量的治理目标冲突，国内渔业发展目标与保护区域海

洋生态平衡目标冲突。当此之时，国家通常难以说服国内民众牺牲本国福利和安全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换言之，国家的个体理性极易导致“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消极作用，即与人人相关之事无

人关心，“一般来说，集体物品的供给远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对负担的分配也是十分专断的……集团中的

个体数量越大，离最优水平就越远”。⑥

 （三）全球“脱钩”的可能性探讨
尽管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和扭曲发展导致全球治理赤字严重，但是通过反对乃至通过消灭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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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彻底结束“全球治理”这一命题，却并无现实可行性。

首先，世界经济地理的形成与解构皆非朝夕之功。目前，全球价值链、生产链、基础设施和消费市场

已经完成世界范围的分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整拥有全产业链并完全依赖内部市场。尽管“各

大国在尚未充分了解全球化后果的情况下便陷入了金融、贸易和信息等诸多网络，这无疑将增加盲动和冲

突的风险”，但在相互依赖和深度分工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国家既不可能彼此脱钩，也不可能愉快

地融合，这是国家必须接受的事实”。①“ 除非爆发全面战争，各国政府都必须承认，在全球化大势中谋

求重塑一个彼此分裂的世界经济地理，几无可能……即使强如美国，以对待军事问题的态度对待经济问题

也必将遭遇大范围反对，并引起经济灾难。”②

其次，资本的逐利本性不会止步于国境线。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对立面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需求主

义”。传统经济也可以被称为“需求经济”，它仅以满足生活和再生产需求为最高目标；而在资本主义经

济中，“增加资本”本身就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③只要还有更多的提高生产效率的分工方式，以及更

广阔的具有高消费能力的海外市场，资本力量便会一方面尽力开拓更大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尽力阻止政

治力量选择“愚蠢的”、出于“意气之争”的政治逻辑。

最后，主要大国的政治与安全经验都指向了融入而非自绝于全球化。以最具未来制度引导力且经济总

量最大的美国、中国、欧盟为例，各方实现安全的历史经验都不支持当局站在参与全球化与全球事务的对

立面。美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安全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的安全观要求美国必须通过参

与国际事务以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④美国的国家安全已从目标型安全转为环境

型安全，这在客观上要求美国寻求主导而非对抗全球化。中国已将改革开放视为其建设成功的基本经验，

中国决策层认识到，融入全球化进程使中国更加强大和安全，任何闭关锁国式的回摆都是逆历史潮流而

动。欧洲作为以地区一体化推动全球一体化的先驱，实行“多元开放主义”已成为立身之本，不可能主动

放弃其欧陆大市场向外延展、联结的基本方略及其国际软实力引领者的政治地位。

三、自由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的博弈

虽然自由主义全球化难以消失，但过度自由的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治理危机已使人类疲于应对，其密

集程度和紧迫性也远超既往。在超常的外部压力和环境压力下，国家的保护伞和平衡器作用容易回归现

实，即便是鼓吹自由主义的声音也会暂时消退。国家与市场，民族与世界，原本就是在动态平衡中对应地

存在，相傍而生的事物。一种成熟的缓解全球治理赤字之道并非是谋求激进的、一步到位的世界大团结，

而只能通过由大国带动区域性，再由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动，还包括某些跨地域但具有相当鲜明发展共性

特征的治理联合体（如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建设，逐步且扎实地推进公共产品的多样化供给。当国

家及国家集团通过各种途径的协作和努力，使全球性危机在各地区被大体缓解之后，又会出现人们对“全

球治理盈余”的乐观判断和对国家过度干预警觉的再度回升，世界又将出现新一轮自由主义全球化回归。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由扩张和政府管制相对立而存在，相博弈而发展。二者循环往复，此消彼长，构成

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

从近期来看，国家的回归将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趋势。原因有三：第一，美国仍然处于国家强势回归的

进程之中。作为霸权国家，美国始终根据自身需求塑造国家间关系而持续调整其全球战略，客观上处于引

领全球性趋势的有利地位，而其他国家在多数情况下仍将处于被动反应的从属性地位。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正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大力推行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了各国普遍开放的政策时尚及此后自由主义全球

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

 

①Henry Farrell, Abraham L. Newman, “Chained to Globalization: Why It ’ s too Late to Decouple?”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1 (2020), p. 71.

②Henry Farrell, Abraham L. Newman, “Chained to Globalization: Why It ’ s too Late to Decouple?”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1 (2020), p. 76.

③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年，第 46 页。

④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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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度发展的后果。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保护主义甚至重商主义色彩浓重的对外经济政策后，其他国家也被

迫作出消极性对应，致使乐观和开放的国际合作势头遭受明显的逆转。第二，在此背景下，欧洲、日本、

中国等主要经济体被迫转向市场、产业与合作网络的多元化调整，呈现出区域主义兴起的时势，其背后则

是地区大国所主导的地区秩序恢复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无论是 CPTPP 或 RCEP 谈判进程的加速推进，还是

新冠疫情冲击下欧盟复苏基金计划的出台，日、中、德、法等大国作出的关键性贡献无不凸显其危机判断

和战略自主意识。然而，这也使在地区和国家层次上围绕“核心国家”的战略疑虑死灰复燃，不仅让中日

之争浮出水面，而且可能会让“欧洲的德国”退隐，让“德国的欧洲”再度变成“显学”。第三，后疫情

时代全球多边治理的紧迫性再度将“国家”的行动意愿和能力推向第一线。社会纾困、经济恢复、产业链

重构、跨国宏观政策协调等紧迫任务，以及应对热点冲突、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长

期治理难题，都更加仰赖国家层面政治权力的担当，而无法寄希望于个人、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的分散化力

量。当前最紧要的全球议题聚焦于防止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复和失控，这也极大地提升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议题和世界卫生组织本身的现实意义与地位。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反向操作引起“大国政治悲剧”凸

显，其民族主义取向似乎给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前途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某些国际

观察家将更大的希望放在民主党候选人获胜，美国对外政策发生重要转向上，但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全

球治理的未来走向仍将严重系于霸权国家以及其他大国的战略选择，这一点在短期内是可以确定的。

从中期来看，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拉锯战”在所难免。事实上，“国际政治始终在民族国家

中心主义与现代全球主义之间来回摇摆”。①这一现象的深刻成因来自人类对于“秩序”和“自由”两种

看似矛盾状态的基本需求，却始终无法对此达成认知和践行上的最佳平衡。从生存需求讲，人类需要强化

国家以维持秩序，保障民众在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下享有正常且有质量的生存状态，后者不仅意味

着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是对外交往的集体身份与民族尊严。因此，从古至今，无论采用何

种国体、政体、意识形态，有国家的地方必然比没有国家的地方更显稳定，国家治下的民众大多赞成维持

国家对内治理和对外交往的合法地位。类似“一个没有强悍的政府集权的国家，是无法存活的，特别是无

法繁荣昌盛”的古典政治学认知迄今仍不失其现实解释力。②但是，人们通过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也不断

发现，高度强化国家权威，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活动和社会生活会导致秩序僵化，限制和压缩个人意志与

创造力，反而有可能削弱维护秩序所需要的物质与道义基础，最终危及秩序本身。这就导出人类的下一个

需求，即自由发展需求。西方学者重视个体自由的“元政治”因素，将其与国家之间的持续冲突作为研究

的“元点”，强调弱化国家以实现个体自由的必要性。以洛克为代表的启蒙时期思想家将“天赋人权”、

 “个人生而自由”等观念设定为人的机能与能力③，将自由个体身份确立为“人”的核心内涵。在此基础

上，亚当·斯密等主张“放任”的市场流通，其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内核既非对政治的失望，亦非对道德

的崇拜，而是对人“独立”于政府的追求。④此后几个世纪以来，个体自由、独立同“看得见的手”之间

的争论构成了西方自由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越到晚近越激烈，“大政府”的影子也越来越重。当发达经济

体的发展之累更多地来自其自身的“自由”时，西方政治中反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政治力量就大量涌现，进

而导致“基本保障均等化”“社会权利多样化”和对外关系“政治化”等反向运作的强烈倾向。“尽管赋

予自由的理由比相反的设定义务的理由更重要，但它不能致使其无效或者完全没有实际意义。”⑤

由此可见，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在表面上是“秩序”与“自由”之争，在本质上则是“生

存”与“发展”之争。由于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反映出人性的基本需求，缺一不可，且每一方在极端膨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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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都反过来对实现自身造成障碍，就不得不转向另一方缓解自身的天然缺陷带来的冲突与问题。国家

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不断呈现相互制衡、交替上升的现象便成为必然−问题不可能由导致了这种问

题的思维方式解决。

从远期来看，自由主义作为发展的“源动力”仍将在与国家中心主义的长期“拉锯战”中渐占上风，

是为三个根本性因素所决定：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为自由主义注入了长期活力。前次信息工业革命奠定

的全球化基础将使得下一轮世界范围的要素配置具有更强的地域和产业间突破能力，而网络化、数字化和

智能化等新兴技术群或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全新的增长动力，开创前所未有的产业生态和生产组织方

式，将全球科研、生产、运输、消费进一步融为一体。传统的政治组织会面对更为强劲和多变，且国家背

景和国际身份日趋复杂的经济和技术联合体，却难以将其强行拆散。更重要的是，新技术革命或可在一定

程度上为解决全球治理的某些问题提供未来选项。“绿色能源”从技术概念到产业转型和市场化实施，有

望缓解全球能源短缺。跨境电子商务有助于缩短原产地市场和外部需求之间的距离，提升各经济体贸易和

投资的便利化水平。①这些都为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国家中心主义回归”以外的解决方案。第二，“个

体自愿”仍然是国家一切政治经济措施合法性的基石。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包括资质合法性、成就合法性与

制度合法性，因此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措施必须能够体现政府执政能力，包括国家整体竞争力与人民生活

水平的有效改善，以及维护法制和社会公平等内外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可见度。国家治理能力之强弱还体

现在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和战略主动影响个体行为的实际效能，它往往不在于国家制度的语汇表达和意识形

态的标榜，而取决于国家意愿与“个体自愿”在实际结合上达成多大程度的有机统一。正因如此，个体独

立、个体权利、自由意志等自由主义的概念内涵在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过程中并非完全退却，而是处于同

 “市场的守夜人”时而冲突，时而耦合甚至共进退的复杂互动之中。第三，具有新秩序塑造潜力的国家尚

未提出超越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或并无反自由主义倾向。从中短期来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更大程度上

是为了平衡过度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而非彻底消灭自由主义和退出经济全球化。美国等大国只是向自由

主义全球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但并未提出更加务实可行的替代观念和制度方案。中国等新兴国

家在依靠自由主义全球化获得后发优势之后，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直面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注重以多边合作的建设性方式处理全球发展失衡，进而推

动全球治理的新国际主义正当性、可行性实践。这一理念无疑来自近几十年中国处理自身发展矛盾的经验

和教训，其基本思想逻辑是发展中的问题终究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改弦易辙，

而要持续探索和突破，协调各方，久久为功。②

四、民族国家的角色定位

民族国家作为西方特定历史时期与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是 17 世纪西方文明有效组织大规模生产合

作的历史工具。它顺应历史需求产生，也必将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弱化、消亡。就国家的公共性与阶级性

的二重属性而言，“公共性是目的，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和目标，阶级性则是手段，是人类为实

现更完美、更高级的公共性不得已而使用的方法和途径，也是一种必要的痛苦选择”。③历史昭示未来。

当“国家”因其内因而越发沦为生产资料公平分配、生产力高速发展、全球治理有效合作的障碍而非助力

时，“国家”的衰落甚或解体就难以避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发展，与此同时各类安全

和治理危机的频繁爆发，这说明经济全球化和各利益攸关方的关系进入向更高阶段转型的深水区，各种矛

盾更加突出且棘手。主要经济体之间竞争更加激烈，安全上却需达成某种结构性制衡和相互依存；多元文

明主体在社会层面上前所未有地密集互动，政治上却仍然是“山头林立”。面对转向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

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

 

①谢伏瞻：《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经济研究》2019 年第 7 期。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208−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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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潮，每个国家都处于多重性竞争之下的两难境地−开放则暴露矛盾与失衡，封闭则导致落伍与失

败。①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客观上代表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市场诉求，但它既要摆脱国家对要素流

通的过度干预和管制，又不得不依靠国家在削减全球治理赤字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就国家属性而论，阶级

性决定了国家干预会不时发生，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地位，而公共性又决定着它在干预过程中必须兼顾内

外复杂利益关系的动态平衡。因此，国家既有其绝对作用的一面，也存在其相对受限的一面。它并不总是

积极或消极的，其行为甚至总是出现过犹不及的状况，以至于国家作用的强、弱走向不一定与其影响全球

化发展的实际效果发生正向关系。国家作用趋弱未必总是有利于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国家作用趋强也会

因带有明显的副作用而饱受诟病。从本轮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现象来观察，一些国家受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

民粹主义思想驱动，在经济、社会和安全领域加强了“垂直化”“中心化”的内外政策管控，不仅未能缓

解其自身发展和治理方面的赤字，反而激化了某些潜在矛盾，造成对外关系的整体紧张。初期抗疫过后，

欧盟出台大规模经济复苏基金计划，显示出成员国基于长远利益捐弃前嫌，选择合作治理的共同意愿，再

次为世界提供了实现超国家多层治理的有益启示。与此相反，美国的国家属性越来越向消极面摆荡。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下，美国政治再度出现对集权和“强政府”的转向，公权力对于社会和市场干预力度的加

大，尤其是对产业发展次序的引导整合和对商业竞争对手的打压限制。②这可以说是预示其国际角色历史

性崩坏的开始。

在当下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历史阶段，人类已不必简单地选择“强势”或者“弱势”的国家，而

应寻求更为“灵活”的国家。国家的正常功能和角色必须是展现驾驭内部意志和外部大势的高超艺术，善

于主动化解复杂矛盾，始终如一地保持各类利益的动态平衡，有效地完成对内治理和对外合作这一根本使

命。因此，国家必须尽量避免四种错误：第一，简单地维护国家的强势定位而排拒全球化潮流。严格的或

变相的“闭关锁国”战略仅适用于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绝不适用于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

化的全球发展总趋势，而自绝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国家必然会发展效率低下，文明落伍，最终其生存安全也

难以持续。第二，过度自保，特立独行而排斥与国际组织、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应对全球性危机。在现代

物质和技术条件下，任何具备普遍性影响的局域性危机和灾难都会借助于各国经济与社会的高度联动性迅

速扩散，使地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信息链和信用体系任何节点的国家都深受其害。尽管因传导波次所

引起的影响在时段、深度上有所差异，但任何国家都终究难以幸免。正因如此，国家之间早已存在荣枯与

共的命运联系，任何一国靠一己之力来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治理难题不仅根本办不到，而且更非明智之

举。第三，一味寻求弱化国家的作用而导致“劣治”“惰治”。国家是为要素流通扫除障碍的不可或缺的

政治力量。无数事实表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非纯粹由跨国公司和私人所驱动，它从不乏国家的强势引

导或推波助澜。在全球化前期，西方国家曾以政治、军事和宗教方式打开世界各地的门户，为建立自己的

势力范围和分割全球市场而争斗，也给世界留下了诸多历史性治理难题。③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国家的

历史责任需要强化而非弱化，同时其现实责任亦难以替代，在兴建各类基础设施、跨境制度联通和多边安

全合作中，国家仍居于核心担当者之位。虚弱、惰政的国家显然无法确保自身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更新换

代，而且也将直接拖累新型全球化的加速进行。第四，放弃国家的必要干预，任由内部治理赤字向外部转

移。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家盛行，曾造成政府过度放任市场和对外让渡经济主权的时

尚。然而，国家作用一味受到压缩和弱化，导致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长期失调，社会治理水平

大幅降低，这些消极后果最终成为某种带有区域发展共性的治理难题。④当它们外溢于全球治理体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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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Li Chongfu,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National  Identity,”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Vol. 35, No. 2 (2014), p. 125.

②最典型案例如，2019 年，美国政府制定一系列出口管制法、贸易管控法，限制多国在 Github 开源平台的注册和使用。

③杨光斌：《世界政治的研究范式−世界政治的层次性与研究单元的多样性》，《世界政治研究》2020 年第 1 辑。

④苏振兴：《改革与发展的失调−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整体性评估》，《苏振兴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第

523−524 页；苏振兴：《发展与社会边缘化−关于拉美发展问题的历史考察》，《苏振兴文集》，第 5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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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会成为全球发展体系的痼疾之一并不时发作。正因如此，近年来大批发展中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教

条束缚的趋向愈加明显，再度重视国家在内外治理中的关键性作用。这一动向标志着发展中国家自主性政

治意识的普遍兴起，同时也构成了当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另一理性来源。

总之，国家具有顺应、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处理好发展与治理关系的双重责任。透视国家中心主义的

 “隐去”与“再现”的关键，在于科学地认识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国家发挥双重责任的必然性，以及双重角

色之间的冲突性和统一性。鉴于其作用的不可回避、或缺，判定国家竞争力表现的最高标准将不再是一般

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而是其随时调整和介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实效。先进者必然是那些

总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坚定追求全球合作发展“大势”，理性顺遂自由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此消彼长

的“中势”，适度把握国家“回归”“小势”的明智国家。

五、结 语

过往世界经济融汇交流的历史中从不乏国家的推动作用。20 世纪末期的经济全球化，则以跨国公司为

主导性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开放主义”的新型国际意识，极大地遮蔽了国家的作用。但是，国家

仍然是现实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单位。国家政策的开放性、保守性往往随势而动，恰如“水无常形”而令人

难以捉摸。21 世纪以来全球性危机频发，各国均面临着外部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这不仅显示

经济全球化发展长期失序所累积的尖锐矛盾正在集中爆发，而且必将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格局和系统性

的“变革”（transformation）。自由主义的拥趸们总是缅怀那些自在、宽松的市场中心主义的旧日，甚至

会指责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们失策，导致大国政治竞争的“红鬃烈马”踏破了资本逻辑主导世界的美梦。然

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告诉我们，直接受生产力所推动的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来说是易变的，上层建

筑相对于经济基础是比较稳定的，往往暂时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

它们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贯穿了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当生产力进一步发

展，生产关系已经变成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要求根本变革的客观趋势之间

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当下国际政治中的一系列悖论都在向人们传达着一个明确的信号，当代表先

进生产力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人际交流网络已然成势，严重冲击原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和生产关系，习

惯于独统天下的某些大国则倒行逆施，推出全方位的利己主义举措，站到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这是一种消

极应对全球化后果的表现，其根源则来自民粹主义在当代世界政治中的逆势兴起。1843 年，马克思在《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①纵观此轮国家中心主义强

势回归现象，部分发达经济体内部结构长期失调，导致社会危机加重，最终引发“去全球化”思潮泛滥，

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政治人物上台，这一因果逻辑线索令人似曾相识，表明百年之后人类在又一次对旧体系

扬弃之余，对于国家之强权仍难解心头之忧。“国家已死，国家犹生。”对于存乎灾难之下的人们，现实

总是将之推向国家这叶“方舟”，迫其自愿“蹲守”在国家的庇护之下。然而，人类毕竟总要走出危机。

当一国的经济再度需要通过越出国界实现要素流动和价值交换时，便有一部分成员出于对安全状态的厌倦

而选择“冒险”，自由主义的冲动会由此再获“新生”。因此，国际政治在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

来回摆荡是具有鲜明周期性特征的。眼下“国家归来”之现象当然不是简单的历史性重复。概因此前自由

主义所打下的物质基础、观念基础和利益基础还相当雄厚，全球化的市场韧性犹在，造成那些一味追求单

方面利己之举，甚至不惜采用极端性干预手段迫使全球化各链条“脱钩”的用意均遭遇到持续的抵抗。②

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1 页。

②上海美国商会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参与调查的 200 多家制造企业中，仅有约 4% 表示将把生产迁回美国。超过 75% 的企业表示不

打算把生产转出中国，14% 表示将把部分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大多数企业不打算在中国裁员，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将维持或增加员

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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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全球化进程所发生的挫折和风险也昭示我们，本应与之匹配的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严重落后于形势

发展的需要，但又面临着国际信任与合作“赤字”凸显的困境。本文对国家角色的近、中、远期变迁作出

的仅是粗浅的分析与推论，至于其转变的契机和标准为何，亦需随实证时间和条件的更替再行探讨和验

证。无论如何，国家已不再轻易地“隐去”，这标志着更加剧烈的甚或颠覆性的秩序变动将持续发生。国

家与市场，治理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否实现“软着陆”，是当下所有不确定性中的核心之问。如果说

人类的理性终将获胜的话，那就应该辩证地认识和赋予国家的正确定位和功能，以确保国家“站在历史的

正确一边”。换言之，当下和未来的人们还不必回答“要不要国家”这样太过久远的问题，但必须运用理

智做好“要怎样的国家”的重大选择。

 （责任编辑：王胜强）

The Logic of State’s Return Phenomenon and the
Dilemma of Global Governance

WU Baiyi,  ZHANG Yifei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frequent global governance crises and intensified power competition,

the return of “state-centralism” has aroused people’s  anxieties about the reversal  momentum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ow  to  reexamine  the  dual  role  of  the  state,  either “ to  embrace  the  globalization”  or “ to

reinfor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The authors attempt to provide an accountable reply to this key question.

By reviewing the basic  functions of  state,  the  causes  of  global  governance deficits,  the  paper  analyzes  two

types  of “ state  return”  phenomenon  and  the  logics  that  derive  from  the  market  economy  itself —the

excessive growth of liberalist globalization inevitably weakens state’s monopoly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role  of  state  becomes  central  again  when  globalization  has  created  too  many  pitfalls  that

need to be delt with and regulated. In face of global crises, the state is highlighted as the “last valve” for all

global  citizens  to  secure  their  individual  survival.  Unfortunately,  populism  and  protectionism  happen  to

reviv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medium  term,  the  restructuring  process  of  global  system  will  display  a

contracted state-centric vs. market-centric contest. The forces of state and market will entangle and reshape

each other. In the long run, a new-type globalization will not prevail unti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gets to a rebalance. Namely, the state is restored as the main vehicle to advanc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ts external interests. However, it must steadily reform itself to better handle the lasting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effective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In  meeting  such

challenges, the state would have to demonstrate and finally adopt “pragmatic flexibilities” as a neo-crieria of

its  core  competity.  In  sum,  the ‘ reemergence  of  state’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o  different  degrees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of  the  history.  It  must  have  distinctive  dynamics  accumulated  for  profound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The  state  should  wisely  recognize  and  comply  with  them,  while  neither

overestimating nor underestimating the limitations of its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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